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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整合知识基础、知识结构、知识转移和关系嵌入性视角，深入探究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关系黑箱。作用机理，利用239份来自全国多地的我国制造及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问卷对检验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2）企业间知识兼容性通过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正向影响完全中介于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3）经济型关系质量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元素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且经济型关系质量越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越通过元素知识转移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指导合作创新参与企业发挥企业间知识和关系对自身知识创造的促发作用，借助企业间不同结构的知识转移，加速自身向知识创造型企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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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Inter-firm Knowledge Compatibility and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Moderate Effect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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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perspectives of knowledge base, knowledge structur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relationship  embeddingedness, and to  investigatesillustrate the black box  effects of between knowledge compatibility and  on enterprise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We test hypothesis empirically throughCollect samples of 239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enterprises located in many parts of China. We test hypothesis empirically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knowledge compatibility between firms  positively affects affects enterprise firms’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2) Knowledge compatibility between firms  positively influences enterprise  firms'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component and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transfer. (3) Economic relationship qual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firm  knowledge compatibility and component knowledge transfer. Moreover, the stronger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quality, the more inter-firm  knowledge compatibility promotes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component knowledge transfer. The enlightenment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s: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cooperative innovation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inter-firm knowledge and relationship which can promoting their own knowledge creation, identify the inter-firm knowledge transfer of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accelerate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the knowledge-creat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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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伴随着我国万物互联和智能社会等新概念理念的提出，相对于单个产品的独特性带来的优势，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为顾客提供的多元性、复合性、智能性体验越来越引领市场方向。面对这种产品开发的这一新趋势和顾客的新需求，广泛的合作创新成为企业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和更远的知识距离中寻求创新在产品横向联通上寻求创新空间的空间。于是，广泛的合作创新备受转型企业的推崇重要途径。然而，合作创新为企业突破技术和产品局限的同时，也给企业跨组织转移和整合知识带来较大成本。以往学者（Assis，2003；冯泰文，2013；杨连盛，2014）[1-3]认为合作创新有利于企业跨越本领域的本领域的知识范畴，转移和获取差异化的伙伴知识，但是企业往往在识别和转移伙伴知识时会遇到较大障碍，最终无法实现知识创造[1-2]。此时，如果合作双方的知识之间具备一定的“兼容性”关联性，即企业不仅可以识别和获取伙伴新颖知识、形成更大的新知识池，而且能够在该知识池中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知识更新和重组。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克服识别和转移伙伴知识的障碍，促进企业在合作创新中完成更多的知识创造。基于知识基础理论，合作创新背景下的企业知识创造是在汇聚了双方知识的新知识池上的更新和重组。该知识池的大小和价值主要取决于企业间知识的关联性。遗憾的是，关于企业间知识的关联性，以往学者倾向于研究企业间知识的两种极端关联性：如知识相似性和知识差异性（Cummings和Teng，2003；王晓娟，2009）[4-53-4]等，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关注较少。实际上，
本研究认为从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出发深入合作创新背景下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提升机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一是合作创新背景下，企业间知识关联性比企业自身知识基础更值得关注。基于知识基础理论，企业知识创造是企业在自身旧有知识基础上的更新和重组（和金生和罗正清，2007；刘岩和蔡虹，2011）[6-7]。而合作创新背景下，企业知识创造是在汇聚了双方知识的新知识池上进行知识更新和重组。该知识池的大小和价值主要取决于企业间知识的关联性，而非知识本身的特性。Colombelli（2013）[8]等就知识元素间关系特征进行理论梳理，通过引入知识多样性、互补性及替代性的实证研究分析了知识元素间关系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作用。王泓略等（2020）[9]也在企业知识重组的研究中指出知识基础关系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作用。二是，相对于企业间知识相似和差异性，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提供了兼顾知识新颖和知识转移的有利条件。企业间知识相似性过大不利于企业获取新颖知识，而企业间知识差异性过大又会给企业转移和转化新颖知识带来较大障碍。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间知识关联性，它反映了企业间知识在一定差异基础上的相关性，这种双元的知识关联性既有利于企业获取新颖的知识，又保证这些差异性知识是可理解和融入的。因此，亟待挖掘其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效果和路径。尤其是而且，在万物互联、智能社会等发展理念的主导下，未来伴随着产品和技术的互联互通就是企业合作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而上述产品和技术的互联互通需要建立在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同企业之间的知识兼容性，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在实现技术和产品的横向兼容上寻求创新突破，向知识创造型企业转变突破的重要把手。，可见，新趋势下探讨知识兼容性其对合作创新中企业的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显得尤为具备前瞻性重要。
在实际合作创新中，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只是知识可以融合为更大知识池的前提条件，真正实现知识创造的中介过程是知识转移和整合行为。学者江旭和高山行（2007）[105]曾经指出合作知识基础强调动态的管理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知识分类，它的研究对象不仅涉及知识的有效开发和创造，而且关注企业间有效的知识转移、分享和使用。另外，当企业与合作伙伴维持适当的双边关系质量时，能够有效缓解合作创新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协调阻力，增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促进作用。但是，现有文献认为合作企业间的双边关系质量是同质的，该观点不仅局限了我们对双边关系类型的认识，而且不利于我们推进不同关系类型的情境作用。因此，，一方面，本研究借鉴杨靓等（2020）[116]学者融合知识基础和嵌入性视角的思路，将企业间知识和企业间关系纳入一个整合模型中，。为企业提升知识创造绩效构造更加系统完善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揭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路径；另一方面，结合我国转型企业开展合作创新的具体情境，通过理清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概念和内涵，划分企业间关系质量的类型，深入探究，明确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机理边界条件，为企业扫清合作创新中的知识转移和整合障碍提升知识创造绩效提供指导合理建议建议。
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2.1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7]兼容性是不同产品或者系统运行和谐、适宜结合的性能。朱振中和吕廷杰（2004）[12]认为，技术兼容性涉及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它往往着重于不同技术一起使用的适应性、融合性、相互接纳性。Ho和Ganesan[137]于2013年正式提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的概念。他们认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是一个双边层次的因素，它描述了合作双方拥有重叠知识和兼容技能的程度，该程度会影响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然而，Ho和Ganesan（2013）[13]在，西方情境下提出的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及其对知识共享的促进作用，不但忽略了企业间知识兼容其与知识创造的关系，而且不完全适用于我国企业的合作创新实践。当前，我国在我国万物互联为导向的广泛合作创新背景下，各行各业的企业都需要打开产品和技术的边界，在更大差异和跨度中寻求能够实现互联互通的价值的知识创造创新空间。此时这一背景下，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本身就蕴含着的差异性前提尤为显著。，知识兼容性是指更加强调相互差异的知识可以较低的成本放在一起使用甚至整合。很明显，Ho和Ganesan（2013）[13]的定义中未能充分体现该差异性前提。本研究认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本质是企业间知识在一定差异前提下的重叠和相似，且企业间知识兼容性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提升。因为从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双元特性来看，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描述了合作双方的知识在一定差异基础上的相关性，这种双元的特性不仅有利于双方增加差异性知识的相互理解和接收，还不会在整合差异性知识时产生较大的成本。
更加细致的地，一定差异基础上的知识重叠和认知框架的相似都有利于企业知识创造。一是，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差异性前提澄清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重叠类型为低冗余重叠，保证企业具有更多获取新颖知识的机会。Sears和Hoetker（2014）[148]在关于技术并购的资源重组研究中指出一定差异前提下的知识重叠，即低冗余知识重叠，企业间合作创新的价值更多的也是通过来自这种低冗余重叠来实现的。低冗余重叠程度越高，说明双方重叠的部分占伙伴知识库的部分越小，也就是未重叠部分占伙伴知识库的部分越大，那么即企业获取新颖知识的机会就越多，为企业更可能在新知识池中实现知识创造提供了更多可能。Yayavaram和Ahuja（2008）[15]将知识间的分解性按照不同的重叠程度划分为可完全分解、可中度分解和不可分解三种，他们认为只有可中度分解表现出的一定差异基础上的重叠才对创新有正向显著地影响。同时，知识的重叠部分通过提供交叉理解（Huber和Lewis，2010）[169]使企业快速辨别出对其自身来说有价值的、可利用的知识，准确补充了企业自身的知识缺口，提升了企业知识创造的绩效。 
二是，一定差异基础上的兼容技能（compatible skill）即企业间相互差异的知识保持着认知框架的相似性。它则，描述了合作双方虽然知识背景不同，但却拥有相似的经验，以及相互之间对技术语言的理解的程度（Hansen，1999；Heiman 和 Nickerson，2004）[17-1810]。这种相似的认知框架。这些条件是企业从伙伴处接收、理解、转化和整合差异性知识的重要保障。而且，认知框架相似性在企业间差异性知识的前提下相对缩短了知识距离，将企业期望的新颖知识控制在可吸收和整合的范围内，促进企业在新的知识基础上完成知识创造。较小的认知距离节省了伙伴解释知识和传递知识的成本，通过较多的认知契合获取伙伴新颖知识，并产生知识创造。Maskell和Lorenzen（2004）[19]在集群研究中发现集群整体的竞争优势取决于集群内企业间的认知距离。Maskell（2001）[20]指出知识之间的水平或者垂直距离会影响知识的扩散和吸收，但是相似的认知框架，可以相对缩短企业间知识的距离，将企业期望的新颖性知识控制在可以吸收和整合的范围内，保证异质知识的流动和获取，促进企业在新的知识基础上提升知识创造的绩效。在一定差异基础上兼容技能越多，双方的相似经验和对技术语言的理解程度越有利于新颖知识的获取和与自身旧有知识的整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间知识兼容性越强，企业知识创造绩效越高。
12.2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
知识基础理论以“知识创造的路径依赖性”这一核心逻辑，阐明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促进作用，但却无法揭示该作用的具体实现渠道。合作创新中，企业必须采取一定的行为从伙伴处获取知识，才能形成新知识池和完成知识创造。杨震宁和李晶晶（2013）[21]曾指出企业知识创造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接收伙伴知识和转化伙伴知识两个环节。遵循上述思路，本研究认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知识转移这一具体的行为间接实现的。而且同时，以往学者普遍认为在合作创新的研究中，将知识转移视为一个同质的过程不利于知识转移影响效果的辨析（刁丽琳和朱桂龙，2015）[22]。王毅（2001）[2311]在基于知识结构分析元素和架构知识间的知识循环创造理论时指出，不同结构知识间的转化包括结：构化、模块化、进化和结构化、变异，大致可归纳为更新和重组两类，恰好分别对应着企业知识创造的两种方式：更新和重组。可见，关注被转移知识的结构，更有利于解释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因此，据此，本研究结合知识结构的定义，将知识转移划分为两种类型：元素知识转移和架构知识转移。前者描述了企业在特定情境下接收伙伴有关产品原件和组织特征等独立知识的效果（Tallman和Jenkins，2004）[2412]，而后者是指企业在特定情境下接收伙伴有关原件整合方式和特定流程、沟通、冲突解决方案等系统性知识的效果（Henderson和Clark，1990）[2513]。按照知识结构将知识转移打开，不仅有利于揭示企业通过知识转移实现知识创造的本质过程，更加有利于细致分析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路径。
关于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间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在合作创新中，企业从伙伴处顺利转移知识的主要阻力是被转移知识的粘滞性（疏礼兵和贾生华，2008）[26]。如果参与合作创新的企业间兼容性知识兼容性较高时，则企业有更多机会从相兼容的知识处打开理解和获取伙伴知识的接口，快速找到转移伙伴知识的最佳方案、规避粘滞性知识及其转移成本，使知识转移达到预期的效果（李丹和杨建君，2020）[2714]。首先，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包含的低冗余重叠有利于企业从伙伴处转移元素和架构知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低冗余重叠，反映了企业间知识相互差异的位势。这种差异化的知识位势有利于企业快速识别出对方新颖的独立知识（元素知识）和从未有过的知识组合方式（架构知识）。党兴华和李莉（2005）[28]借助物理学的势能理论，提出知识总是从丰富的一方转移到相对贫乏的一方，而且来自伙伴的高位势的知识，对企业来说意味着较大的转化和应用价值。合作创新中，这种潜在价值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促使合作企业之间进行积极地互动和沟通，并且实现了伙伴异质知识的内化和新价值的创造（杨燕和高山行，2010）[2915]。如果说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中包含的低冗余重叠为企业转移伙伴知识提供了有形接口，那么认知框架的相似性则为企业转移伙伴知识提供了无形的的契合。Lane和Lubatkin（1998）[30]曾提出相对转移能力，即企业技术员工之间的认知框架的相似性能够相对缩小企业间知识库的距离。实践中，合作双方的认知框架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认知契合，它涉及了合作双方在企业战略、合作项目规划和技术原理等方面的共识。该认知契合程度越高，说明知识接收企业能够快速领会知识发送企业对于合作项目未来的发展计划，准确理解引进伙伴技术的操作说明等独立知识；并在与知识发送企业的交流过程中，迅速，把握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衔接方式等架构知识。
关于企业间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一方面，从企业间知识的流动和整合过程来看，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必然使得参与合作的企业的知识基础发生了变化，即企业间元素和架构知识的转移改变了了转移合作双方的知识存量。企业从伙伴处转移的元素和架构知识分别扩充和加深了企业对元素和架构知识的认识，最大化企业正确使用元素和架构知识的几率，并有效提升了企业知识创造的绩效。而且，知识转移。同时还促进了企业对新旧元素和架构知识的对比，有效避免知识使用和创造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即分别增加了企业对所需要的元素和架构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认识，又加深了企业对所需要的架构知识的系统性的认识，更加有利于企业通过准确的更新和重组行为实现新旧元素和架构知识的融合和发现创造性的商业价值（卢启程等，2018）[3116]。另一方面，从知识创造的成本和结果来看，通过外部元素和架构知识的获取和自身知识基础的丰富，可以有效避免知识使用和创造中产生的不确定性，为企业新思路和新方法的提出创造更多的机会，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的效果和效率（张峰和刘侠，2014）[32]。企业接收到的关于理论知识、产品和技术说明的文档和资料，作为相互独立的元素知识，可以直接用于更新企业现有知识库；而反映相关和因果联系的架构知识，可以提供外部知识整合和应用的新思路，促进新旧知识的重新组合（Henderson和Clark，1990；王毅，2001）[25, 23]。
至此，我们推演出企业从伙伴处获取的新颖知识会同时以元素和架构两种形式转移到企业内部。相比之下，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更倾向于通过哪种知识转移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以往关于知识结构的研究表明，架构知识转移带来企业知识创造更加具有颠覆性。。现代技术创新理论将创新纯然看作是对知识的重组（Fleming，2004）[33]，且架构知识比元素知识对知识重组更为重要（Varis和Littunen，2010）[34]。朱瑞博等（2011）[35]指出架构创新是不改变元件和组成要素及其核心内容的情况下，重新调整和设计产品的整体架构，更加注重新的思路和方法的引进。姚艳虹等（2018）[3617]在研究企业知识结构与创新战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时发现，认为低元素高构架型知识结构促进企业探索性创新。而且，企业间架构知识的转移表明，企业在某领域获得的知识深度增加，可以更多的提供突破技术瓶颈的知识间的联系和解决思路，进而实现企业创新生态外优化（Wu和Shanley，2009；战睿等，2020）[37, 3818]。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元素知识转移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起中介作用。
H2b：架构知识转移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起中介作用。
H2c：相对于元素知识转移，架构知识转移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
12.3企业间关系质量的调节作用
前文基于知识基础理论，构建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知识转移的相关研究揭示了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然而，完全依据交易特征去分析合作创新问题过于片面，忽略了实际合作中实际存在的重复交易行为。基于嵌入性理论，以Granovetter（1992）[319]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了重复交易行为带来的合作关系对会影响合作行为的影响。。张红娟和谭劲松（2014）[4020]指出合作创新中的重复互动会形成经验、惯例和信任等非正式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它们会反过来影响合作创新中的互动行为，如企业间知识转移。杨靓（2020）[11]在科学合作网络的研究中指出关系强度比关系广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直接。因此，融入融合知识基础和嵌入性理论恰好弥补了知识基础理论的片面性，引入双边关系质量有利于系统地分析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企业间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机理。关于关系质量的内涵，关于企业间关系质量，以往学者普遍从状态和内容两个维度来定义和测量。从状态维度看，Young和Pelton（2000）[4121]等人认为双边关系质量是在合作经验基础上产生的对彼此合作关系状态的总体评价。武志伟和陈莹（2010）[42]认为，主要包括关系强度、公平性和持久性更好地度量了我国企业间的关系质量。从内容维度看，；Smith和Barclay（1997）[4322]认为关系质量是指各种积极关系内容的高阶组成，体现了双方对预期目标的满意水平，包括信任、满意和承诺等。总体来说，对双边关于关系质量的评价仅限于好坏优劣，这使得作为双边知识传输渠道的关系质量欠缺体现功能差异的类型区分。
虽然关系质量一直没有类型研究类型划分，以往学者虽鲜有涉及，，但是已有不少学者却提出发现了其其维度的异化。在内容维度中，Gulati（1995） [4423]认为信任可以为熟悉型信任（knowledge-based trust）和威慑型信任（deterrence-based trust）。前者是在持续的互动和联合行动中形成的，因共同积累的良好评价和高效惯例而表现出相互支持的一面；后者因双方都关注各自的利益得失而表现出功利计算的一面。在状态维度中，国内学者武志伟和陈莹（2008）[4524]提出并验证了不同性质的专用资产投入对应着不同状态的关系质量：普通专用资产投入显著提升了关系的持久性和公平性, 人情专用资产的投入则显著提升了关系强度。近年来，更有学者（刘婷和王震，2016）[46]直接将专用资产投入纳入关系质量的测量指标中。由此，本研究结合资产投入及信任在性质上的区别将企业间关系质量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前者包括普通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公平性和威慑型信任三个维度；后者包括互动专用资产、关系强度和情感型信任三个维度。本研究定义经济型关系质量是企业与伙伴围绕物质和生产要素投入建立起来的联系，由于关注各自的自身利益而包含更多防范和监督，由于重视合作带来的短期经济收益而专注于合作中的关系公平性。社会型关系质量后者是企业与伙伴围绕交往互动和联合行动建立起来的联系，由于关注共同的利益和愿景而包含更多的熟悉和情感，由于重视合作带来的长远互动惯例而专注于合作中的关系强度。
具体而言，经济型关系质量的各个维度（普通专用资产、关系公平性、威慑型信任）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元素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进而，本研究提出不同类型的关系质量分别为企业从伙伴处获取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提供了不同的有利条件，促进不同结构的知识转移。
经济型关系质量的各个维度（普通专用资产、关系公平性、威慑型信任）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元素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其一、普通专用资产投入代表了双方对合作创新项目的认同和对未来共同利益的信心，会促进更多的知识转移行为（魏旭光等，2013）[4725]。钱丽萍等（2014）[48]学者认为制造商在合作中的专用资产投入水平代表了企业对未来合作的期望程度。伴随着普通专用资产的增加，合作企业会因避免损失而主动分享新颖的技术、程序等元素类知识。其二、关系公平性会带来合作双方之间更多的满意，促进合作企业间的元素知识转移（Narasimhan等, 2013）[4926]。。刘婷和王震（2016）[46]在分销渠道的研究中，检验了分销商感知的关系公平性会促进分销商对制造商的知识转移。其三、合作双方的威慑型信任则通过双方对自身经济利益和对伙伴的对抗性优势的考虑，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了企业从伙伴处转移元素知识。在实际合作创新中，参与合作的企业不太可能单方面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远远无法弥补由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惩罚损失。可见，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降低了元素知识转移的防范成本，促进了企业从伙伴处转移独立的元素知识，正向调节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元素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
同样的，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的各个维度（互动专用资产、关系强度、情感型信任）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架构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其一、互动专用资产的投入促使企业与伙伴之间建立紧密互信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交叉理解的产生（Huber和Lewis，2010）[50]，使企业明确自身从伙伴处获取知识的接入位置和方式，从而促进企业从伙伴处转移更多的知识衔接关系和组合序列。从伙伴一方来看，更多的联合行动和交叉理解还有利于伙伴采取企业可以理解的方式对被转移架构知识进行编码，提升企业理解和接收架构知识的可能性。其二、企业间关系强度主要表现为企业间互动的频率，在企业从伙伴处转移架构知识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优势。，Sherif和Xing（2006）[51]等认为频繁的互动有利于减少交流中的逻辑绕行和信息误解，这位为转移复杂的架构知识提供了必要条件[27]。彭双等（2010）[52]基于知识链视角，发现知识链上各个组织之间的互动至关重要，他们的之间的互动会激发新旧知识在企业间的交流和碰撞，促进架构知识的转移。其三、情感型信任为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移行为提供了非经济性的情境。相对于威慑型信任，情感型信任反映出更深的关系紧密度，更加有利于企业对伙伴架构知识的识别、编码和传递。Sherif和Xing（2006）[51]等认为组织的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都存在非经济性的信任机制，而且都会对复杂知识转移产生影响。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H3a：经济型关系质量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元素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
H3b：社会型关系质量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架构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
同时，鉴于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的，我们认为经济型和社会型关系质量对该中介作用起调节作用，即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与伙伴建立经济型关系质量的企业，投入了相当的专用资产，希望尽快通过伙伴知识的获取，实现单次合作的短期利益，因而较为倾向探索和识别识别合作伙伴具有的独立的、新颖的，且易于转移的元素知识，而较为隐性和复杂的架构知识则需要在更多的互动和共事中被识别和编码。而且，经济型关系中，，企业可以接收的知识范围和自身的吸收能力有限，企业仅可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条件，从与伙伴相兼容的知识集合中，吸收结构清晰、相对独立的元素知识，进而通过更新实现新知识的创造。同样的，与伙伴建立社会型关系质量的企业，投入了相当的互动专用资产，希望在长远和深入的互动中通过与伙伴的相互学习，实现实现战略战略关系的默契和共赢，因而较为倾向于发现和认识识别和编码合作伙伴具有的隐性的、复杂的，且较为粘性的架构知识。而且，社会型关系保证下中，企业可以接收的知识范围和自身的吸收能力会相对增加。解学梅和左蕾蕾（2013）[5328]曾经指出强关系所形成的这种认知基础有利于企业提高转化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韩宝山（2015）[54]认为弱联结有利于潜在吸收能力，而强联结有利于实际吸收能力，其中潜在吸收能力主要是指企业有能力获取外部的、有价值的知识，而实际的吸收能力则体现了企业转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由于共同行动的投入和情感型信任的支持，企业提升了其自身的实际吸收能力，因而更有针对性得掌握了架构知识的嵌入方式，强化了知识创造的实现。企业甚至可以凭借联合行动和情感型信任的优势，获取来自伙伴更加直接和详细的指导和示范，转移有关步骤、流程等的架构类知识，进而通过重组实现新知识的创造。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H4a：元素知识转移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受到经济型关系质量的调节；经济型关系质量越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越通过元素知识转移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H4b：架构知识转移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受到社会型关系质量的调节；社会型关系质量越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越通过架构知识转移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23 研究设计方法
23.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全国抽样的方式，为提高样本的针对性同时避免行业发展差异对结果的影响，调研聚焦研发合作较为频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被调研对象主要是企业的高层和关键研发人员，包括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业务部门的经理，且。被访者平均工作年限为10.12年，能够保证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合作经历有充分了解。本研究采用问卷发放以当面填写、现场回收纸质版纸质问卷为主，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为辅的形式收集数据。调研中保持及时沟通促进被调研者充分理解问卷内容。此次调研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490份，回收370份，回收率为75.51%。筛选后最终确认有效问卷为239份，有效率64.59%，，调研结果理想。。经初步整理，，调研的地域主要分布在陕西（36.73%)、江苏（13.09%）、河南（8%）、河北（7.27%）和福建（5.82%）等；民营性质企业占48.45%，国有企业占30.75%，其他性质企业占20.8；企业处于成熟稳定阶段的占57.62%，成长期的30.18%，处于初步和衰退期有12.2%，2005年以后（含2005年）成立的企业占12.47%，除缺失的21.28%，大部分企业了成立10年以上，结合其他样本特征可见可知，获取数据特征稳定，分布均匀。
23.2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采用Likert七级量表设计，各个指标的测量值均在“1-7”之间。其中，（1）自变量。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测量主要借鉴Ho和Ganesan（2013）[5529]的量表。，同时为体现，本研究还需要结合企业间知识强调的兼容性的本质，即差异性知识的可理解和可融合性。，故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测量题干调整为“贵公司与该伙伴相互差异的知识在一起使用和结合时”，以此让被测者明确知识兼容性的各个题项是在肯定企业间知识差异性前提下，描述重叠和相似情况，共4条题项。
（2）因变量。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测量借鉴了Zhang 等（2010）[5630]，钱锡红等（2010）[5731]，以及梁娟和陈国宏（2015）[5832]开发对知识创造绩效的测量指标，从知识创造的范围（工作方法和营销方法）、成本控制、速度三个方面衡量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共3条题项。
（3）中介变量。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的测量同时借鉴了了Henderson和Clark（1990）[25]、Tallman等（2004）[2412]、曹兴等（2006）[59]等对知识结构的定义，以及Becerra等（2008）[6033]和Kotabe等（2003）[61]对知识转移的相关测量，分别是4条和3条题项。
（4）调节变量。双边关系质量的测量主要基于不同类型关系质量的定义，并借鉴魏旭光等（2013）[4725]、Luo等（2009）[6234]、Mu和Benedetto（2012）[6335]和、Poppo等（2016）[6436]等学者对关系投入、关系公平性、关系强度和信任的测量量表，形成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共9条题项（普通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公平性和威慑型信任各是3条题项），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共9条题项（互动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强度和情感型信任各3条题项）。
另外，本研究还从组织因素（5个变量如表3中1-5）、合作因素（5个变量如表3中6-10）两个方面控制了它们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所有变量均采用Likert的七级量表设计。
2.3偏差检验
本研究需要说明个别企业无响应是一种随机现象，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第一，检验回收样本企业和选定发放样本的企业在规模和年龄上是否存在差异。通过t检验发现这两个样本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第二，对比回收早期和后期的企业的规模和年龄是否存在差异。同样的t检验结果发现两个样本在统计上没有显著不同。综上所述，本研究中的无响应偏差对数据结构并无影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检验。进而，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一方面，本研究采用双问卷设计，将原因性和结果性变量分别放置于一套问卷的A、B卷内，并将其发放于同一企业的不同高管作答。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该方法指出如果量表中的所有题项都能聚集在一个因子上，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可忽略。本研究包含潜变量共十个，一个自变量，一个因变量，两个中介变量，两个高阶调节变量（每个调节变量包含三个因子）。通过采取删除因子载荷<0.600的题项和加入模型修正设置中允许误差相关性的WITH语句，十因素模型的拟合效果达到理想水平。如表1所示，十个因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显著优于单因素的模型，说明所有测量指标能够反映各自测量的变量，进一步说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表1 测量模型变量的拟合性指标
Table 1 Fitting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variables of the model
	Model
	χ2
	dƒ
	χ2/ dƒ
	CFI
	TLI 
	SRMR
	RMSEA

	单因子
	6596.118***
	741
	8.902
	0.435
	0.402
	0.112
	0.131

	十因子
	653.992***
	412
	1.587
	0.929
	0.920
	0.065
	0.046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3 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用SPSS22.0对变量的信度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二阶三因子“经济型关系质量”的因子“关系公平性”的Cronbach α值最小为0.675，但也达到了可以接受的信度水平。因此，说明本研究收集的变量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另外，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计算了各个变量的复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值，最小的是0.8266，高于>0.7，因此变量的即复合信度也满足要求。各个变量的Cronbach α值和CR 值。本研究量表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进行，双向翻译，并双向翻译，并在中国语言情境下进行在中国语境下合理修改，满足了内容效度的要求。所有变量的KMO值在良好内容效度下，我们检测了所有变量的Kaiser-Meyer-Olkin（KMO）值，其中关系强度的KMO最小为0.634，但也在在均大于0.6以上，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SPSS22.0对所有变量的测试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7以上中，最小的是0.706，所有因子载荷均在0.7以上，表明变量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平均抽取方差变异量测试，最小的AVE值为0.6146，高于>0.560的最低要求，说明因此各个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晓萍等（2012）[6537]指出，即使一个构念在性质上是多维的，当研究者有时也可能仅对对多维构念的整体构念有感兴趣。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个构念按照一个单维构念来处理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为简化模型和便于实证检验，在后续的相关与回归检验之前，先将双边关系质量的二阶三因子结构处理成一阶结构。
[bookmark: OLE_LINK204][bookmark: OLE_LINK205]逻辑上，以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为例，大多数多维构念在实证检验中，都需要分别检验不同因子的具体作用，如分别检验普通专用资产、关系公平性、威慑型信任的具体作用（在本研究中，指的是他们的调节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的三个因子是对经济型关系不同维度的描述，并不存在方向上的差异，至于他们的作用差异在本研究中也没有对比的意义，尤其相对于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和社会型双边关系的差异。以上说明，三因子在作用上没有必要分开检验，为本研究将其合并提供了充分理由。程序上，潜因子多维构念可以通过降为一阶变量，简化模型和检验过程。一方面是合并方法，陈晓萍等（2012）[65]指出，对构念的测量可以在指标层面实现，即由指标合并得到维度，再又维度合并得到构念。王孟成（2014）[66]也指出在CFA模型中，一般将与指标直接相连的因子称为一阶或者低阶因子，在一阶因子之上，对低阶因子产生影响的因子称为二阶或者高阶因子。当一阶或者低阶CFA模型拟合数据较好时，处于模型简化或者理论考虑，有时使用一个高阶因子去解释低阶因子之间的相关。一方面是合并时机，本研究认为既然两个双边关系质量是高阶三因子模型，那么就不能忽略其自身多维结构对全变量概念模型的拟合度、信度、效度分析结果的影响。故本研究在通过了全变量概念模型的检验性因子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之后，分别对经济型关系质量的三个因子和社会型关系质量的三个因子进行合并。合并中，关系质量的三个因子可以视为三个指标。合并后经济型关系质量的AVE值和CR 值为0.6586、0.8501；社会型关系质量的AVE值和CR 值为0.5685、0.7964。
表2 量变、信度和收敛效度
Table 2 Scales,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analysis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KMO)
	AVE
	CR

	知识兼容性
	我们的技能和技术与合作伙伴的相兼容
	0.7930
	0.8460（0.783***）
	0.6839
	0.8964

	
	我们学习新技能和技术的方法与合作伙伴类似
	0.8380
	
	
	

	
	我们企业（制造、研发、物流等）能力与合作伙伴相似
	0.8470
	
	
	

	
	合作伙伴的员工理解我们企业的技能和技术
	0.8290
	
	
	

	元素知识转移
	我们不会为合作伙伴提供我们新产品和服务的详尽信息
	0.8040
	0.8370（0.802***）
	0.6739
	0.892

	
	我们和合伙伙伴交流产业发展趋势相关信息
	0.8320
	
	
	

	
	合作过程中，合作双方会通过特定媒介交流信息
	0.8410
	
	
	

	
	合作双方从直接接触中学习很多
	0.8060
	
	
	

	架构知识转移
	我们愿意向合作伙伴传输高水平的信息
	0.8470
	0.8720（0.714***）
	0.7961
	0.9212

	
	我们依赖合作伙伴的工程技术能力
	0.9130
	
	
	

	
	合作伙伴的技术支持常帮助我们解决技术难题
	0.9150
	
	
	

	[bookmark: _Hlk62579594]普通专用资产
	合作双方会投入维持合作运营需要的相关资金
	0.8550
	0.8240（0.705***）
	0.7396
	0.8949

	
	合作双方会投入维持合作运营需要的人力资源培训
	0.8900
	
	
	

	
	合作双方会投入维持合作运营需要的工程设备资源
	0.8340
	
	
	

	关系公平性
	合作双方能够根据各自的贡献合理分配合作收益
	0.8210
	0.6750（0.648***）
	0.6146
	0.8266

	
	合作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能够“平等”地协商交流
	0.8070
	
	
	

	
	合作中出现问题，则由双方共同解决，不会由一方负责
	0.7200
	
	
	

	威慑型信任
	合作伙伴有可能通过欺骗我们而获取利益 
	0.8920
	0.8580（0.706***）
	0.7795
	0.9138

	
	合作双方在遵守合作协议上互相信赖
	0.9160
	
	
	

	
	双方觉得合作终止会非常浪费
	0.8390
	
	
	

	互动专用资产
	我们与合作伙伴在产品研发有密切的联系
	0.8890
	0.8480（0.716***）
	0.7704
	0.9095

	
	我们与合作伙伴在制造和生产有紧密的互动 
	0.9010
	
	
	

	
	我们与合作伙伴在培训和教育上有共同活动
	0.8420
	
	
	

	关系强度
	我们与伙伴的关系是“合作”，而不是普通的市场交易
	0.8720
	0.7400（0.634***）
	0.6593
	0.8520

	
	我们与合作伙伴的互动称得上“非常满意”
	0.8480
	
	
	

	
	在未来，我们期望与合作伙伴进行更深入的交互
	0.7060
	
	
	

	情感信任
	双方在合作的规则和惯例上是互相信赖
	0.8300
	0.8040（0.709***）
	0.7199
	0.8852

	
	双方在各项活动中高度互信
	0.8660
	
	
	

	
	我们觉得合作终止时会遗憾惋惜
	0.8490
	
	
	

	知识创造绩效
	通过合作，我们创建了先前没有的新工作方法
	0.9010
	0.8260（0.699***）
	0.7472
	0.8986

	
	通过合作，我们创建了先前没有的产品开发技术
	0.8460
	
	
	

	
	通过合作，我们开发了先前没有的生产和制造技能
	0.8450
	
	
	


3.24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根据从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 可以看出可知，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元素知识转移、架构知识转移、知识创造绩效平均分均在4.54以上，处在较高水平，表明企业是知识导向型的，比较关注合作中知识的流动与创造。普通专用资产、关系公平性、威慑型信任以及互动专用资产、关系强度、情感型信任的均值也在4.58以上，说明企业比较关注合作中的双边关系投入、状态和承诺。此外，所有潜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一个可以合理的范围（-0.263~0.779）。除10个控制变量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比各个变量的平均抽取方差变异量值的平方根值小（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字为各变量的AVE的平方根值，最小为0.7540），如表2所示。，表明各个变量之间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并没有由于相关系数过大而无法区分具有较高区分效度的变量。同时可以看出，本研究关注的潜变量之间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λ=0.296，p<0.01）的相关关系都较为显著，，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知识转移（元素知识转移和架构知识转移）之间（λ=0.290，p<0.01；λ=0.453，p<0.01），知识转移（元素知识转移和架构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λ=0.542，p<0.01；λ=0.586，p<0.01）均显著相关。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初步支持为了后续的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表3 变量的相关矩阵
Table2 Correlation matrix of variables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企业规模(Log10）
	1
	
	
	
	
	
	
	
	
	
	
	
	
	
	
	

	2企业类型
	0.204**
	1
	
	
	
	
	
	
	
	
	
	
	
	
	
	

	3所处行业
	-0.240**
	-0.039
	1
	
	
	
	
	
	
	
	
	
	
	
	
	

	4发展阶段
	0.208**
	0.016
	-0.024
	1
	
	
	
	
	
	
	
	
	
	
	
	

	5市场占有率
	0.164**
	0.033
	-0.248**
	0.259**
	1
	
	
	
	
	
	
	
	
	
	
	

	6合作年限
	0.255**
	0.240**
	-0.133*
	0.267**
	0.156*
	1
	
	
	
	
	
	
	
	
	
	

	7项目类型
	0.089
	0.010
	0.021
	-0.070
	-0.003
	-0.141*
	1
	
	
	
	
	
	
	
	
	

	8是否同行业
	0.010
	0.006
	0.020
	0.126
	0.119
	0.225**
	-0.121
	1
	
	
	
	
	
	
	
	

	9此前接触频率
	-0.151*
	-0.057
	0.171**
	-0.010
	-0.031
	-0.104
	0.087
	-0.254**
	1
	
	
	
	
	
	
	

	10创新团队建设
	-0.004
	0.015
	-0.064
	0.125
	0.115
	0.020
	0.200*
	0.070
	0.160*
	1
	
	
	
	
	
	

	11知识兼容性
	-0.043
	-0.012
	-0.042
	-0.055
	0.156*
	-0.065
	0.043
	0.007
	-0.049
	-0.031
	0.8270
	
	
	
	
	

	12元素知识转移
	0.004
	-0.011
	-0.059
	0.003
	0.174**
	0.047
	-0.008
	0.202**
	-0.263**
	0.082
	0.290**
	0.8209
	
	
	
	

	13架构知识转移
	-0.026
	0.025
	-0.011
	0.033
	0.153*
	-0.121
	0.041
	0.012
	-0.123
	0.138*
	0.453**
	0.529**
	0.8922
	
	
	

	14知识创造绩效
	0.002
	-0.016
	0.059
	0.002
	0.169**
	-0.042
	-0.098
	0.166**
	-0.262**
	-0.015
	0.296**
	0.542**
	0.586**
	0.8644
	
	

	15经济型关系
	0.063
	-0.076
	0.009
	0.031
	0.114
	-0.131*
	0.169**
	-0.027
	0.003
	0.025
	0.486**
	0.217**
	0.373**
	0.268**
	0.8115
	

	16社会型关系
	-0.048
	-0.063
	-0.016
	-0.011
	0.119
	-0.068
	0.042
	0.114
	-0.221**
	0.110
	0.470**
	0.762**
	0.779**
	0.608**
	0.353**
	0.7540


注：*为p<0.05, **为p<0.01, ***为p<0.001；所有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在所有潜变量相关系数矩阵对角线上。
3.3 5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22.0软件，采用层级回归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模型1为控制变量对知识创造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2为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知识创造绩效的主效应模型，由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β=0.280，p<0.001）可知，企业知识兼容性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H1得证。模型3为加入中介变量的全模型，模型4~模型5分别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由表4中模型3和模型2的对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消失。根据Baron等（1986）[67]检验中介效应的三步骤法，，可知元素知识转移与和架构知识转移在知识兼容性与知识创造绩效中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2a和H2b得证。然而, Hayes等（2009）[68]认为，Baron等（1986）[67]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无法清晰揭示第三方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中的中介路径。因此，本研究同时采用Preacher等（2008）[69]推荐的bootstrapping方法验证本研究假设，Preacher等 [38]用曾指出该方法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尤其是在进行多重中介研究时更加稳健。
表4 知识创造绩效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4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新知识创造
	中介变量

	
	M1
	M2
	M3
	M4（元素知转）
	M5（架构知转）

	(常量)
	4.708***
(0.000)
	3.263***
(0.000)
	1.206*
(0.018)
	4.172***
(0.000)
	2.137***
(0.000)

	企业规模(Log10）
	0.009
(0.913)
	0.028
(0.718)
	0.046
(0.478)
	-0.028
(0.690)
	-0.024
(0.778)

	企业类型
	-0.017
(1.097)
	-0.021
(0.869)
	-0.054
(0.606)
	-0.045
(0.687)
	0.124
(0.366)

	所处行业（高新）
	0.282*
(0.029)
	0.289*
(0.020)
	0.239*
(0.019)
	0.038
(0.731)
	0.102
(0.448)

	发展阶段
	-0.070
(0.481)
	-0.044
(0.648)
	-0.061
(0.439)
	-0.057
(0.502)
	0.093
(0.372)

	市场占有率
	0.088**
(0.002)
	0.067*
(0.015)
	0.039
(0.086)
	0.044
(0.073)
	0.040
(0.180)

	合作年限
	-0.011
(0.139)
	-0.009
(0.199)
	-0.004
(0.557)
	0.002
(0.784)
	-0.017*
(0.032)

	项目类型（研发）
	-0.212
(0.157)
	0.242
(0.094)
	-0.222
(0.061)
	-0.010
(0.940)
	-0.045
(0.772)

	伙伴是否同行业
	0.075
(0.199)
	0.075
(0.187)
	0.059
(0.209)
	0.091
(0.071)
	-0.031
(0.608)

	此前接触频率
	-0.510***
(0.000)
	-0.484***
(0.000)
	-0.235*
(0.025)
	-0.410***
(0.000)
	-0.334*
(0.012)

	创新团队建设
	-0.087
(0.614)
	0.119
(0.472)
	-0.151
(0.276)
	0.267
(0.071)
	0.506**
(0.005)

	自变量
	
	
	
	
	

	知识兼容性
	
	0.280***
(0.000)
	0.012
(0.839)
	0.244***
(0.000)
	0.520***
(0.000)

	中介变量
	
	
	
	
	

	元素知识转移
	
	
	0.301***
(0.000)
	
	

	架构知识转移
	
	
	0.375***
(0.000)
	
	

	R2
	0.141
	0.207
	0.473
	0.193
	0.270

	Δ R2
	0.103
	0.169
	0.442
	0.154
	0.235

	F
	3.741***
(0.000)
	5.397***
(0.000)
	15.521***
(0.000)
	4.933 ***
(0.000)
	7.649***
(0.000)


注: * p<0.05，** p<0.01，*** p<0.001，同后文。
据此，本研究使用SPSS22.0软件和Preacher等[6938]等提供的Process插件,，将样本数量设置为5000，置信区间设置为95%，多重，对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5。知识兼容性对知识创造绩效的总的间接效应为0.0988（a1b1）+0.1960（a2b2）=0.2948，偏差矫正与增进95% bootstrapping置信区间为[0.1983, 0.3656]，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表明总的间接效应显著。各个中介效应值如表5所示，其中，元素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a1b1=0.0988，z=2.8064，p<0.01，偏差矫正与增进95% 的bootstrapping置信区间为[0.0488, 0.1523]，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表明元素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显著，H2a得到验证；架构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a1b1=0.1960，z=4.1445，p<0.001，偏差矫正与增进95% 的bootstrapping置信区间为[0.1235, 0.2597]，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表明架构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显著，H2b得到验证。另外，根据表5的中介效应对比结果可知，而且，元素知识转移与和架构知识转移交互项的偏差矫正与增进95% 的bootstrapping置信区间为[-0.0380, 0.0159]，置信区间包括零，表明元素知识转移与架构知识转移该交互项无显著中介作用。，说明二者的中介作用是相互独立的是分别中介于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具有可比性。同时，可比较系数C1的置信区间为[-0.2014，-0.0011]也不包括零，再次支持二者的可比性。结合对比积差相关系数z值的显著性可知，架构比元素知识转移更加传递企业间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企业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H2c得到支持。
表5  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
Table 5  Analysis Results of Bootstrapping
	点估计
	积差相关系数
标准误差   z值
	Bootstrapping方法

	
	
	95%置信区间
	偏差矫正
95%置信区间
	偏差矫正与增进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元素知识转移
	0.0988
	0.0352
	2.8064**
(0.0050)
	0.0519
	0.1663
	0.0550
	0.1717
	0.0488
	0.1523

	架构知识转移
	0.1960
	0.0473
	4.1445***
(0.0000)
	0.1244
	0.2898
	0.1370
	0.2942
	0.1235
	0.2597

	合计
	0.2948
	0.0836
	
	0.2049
	0.4052
	0.2211
	0.4118
	0.1983
	0.3656

	中介比

	元素与架构知识转移
	-0.0017
	0.0131
	-0.1307
(0.8960)
	-0.0394
	0.0167
	-0.0413
	0.0183
	-0.0380
	0.0159


进而，构造模型6-9为了检验论文提出的调节效应的假设，根据设计的变量，参考相关学者的做法，构造了4个对应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如表6的回归结果与上述假设支持要求的对照可知，所示。模型7中的经济型关系对知识兼容性与元素知识转移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β=0.075，p<0.040），假设3a得到支持。模型9中的社会型关系对知识兼容性与架构知识转移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不显著的（β= 0.105，p<0.170），假设3b未能得到支持。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对知识兼容性与元素知识转移的影响，并且清晰地比较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和社会型关系质量对不同路径的调节作用的差异。本研究借鉴罗瑾琏等（2013）[70]的，给出交互作用图解程序，由，如图1和图、图2的对比可知，所示。较高的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显著促进知识兼容性对元素知识转移的积极影响；但是，较高的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并不会显著影响知识兼容性对架构知识转移的正向作用。
表6  调节效应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6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Moderation
	

	元素知识转移
	元素知识转移
	架构知识转移
	架构知识转移

	
	M6
	M7
	M8
	M9

	常量
	4.113***
(0.000)
	3.975
(0.000)
	4.425***
(0.000)
	4.370***
(0.000)

	企业规模(Log10）
	-0.041
(0.560)
	-0.055
(0.433)
	-0.003
(0.972)
	-0.006
(0.938)

	企业类型
	-0.031
(0.780)
	-0.026
(0.817)
	0.216
(0.098)
	0.222
(0.089)

	所处行业（高新）
	0.029
(0.790)
	0.032
(0.769)
	0.073
(0.562)
	0.088 (0.483)

	发展阶段
	-0.067
(0.430)
	-0.056
(0.511)
	0.125
(0.202)
	0.138
(0.160)

	市场占有率
	0.042
(0.082)
	0.044
(0.072)
	0.033
(0.241)
	0.030
(0.283)

	合作年限
	0.003
(0.645)
	0.005
(0.444)
	-0.017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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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项目类型（研发）
	-0.039
(0.762)
	-0.030
(0.812)
	-0.049
(0.738)
	-0.038
(0.795)

	伙伴是否同行业
	0.091
(0.069)
	0.084
(0.092)
	-0.061
(0.291)
	-0.061
(0.286)

	此前接触频率
	-0.412***
(0.000)
	-0.428***
(0.000)
	-0.160
(0.214)
	-0.173
(0.179)

	创新团队建设
	0.266
(0.072)
	0.270
(0.065)
	0.415
(0.015)
	0.409*
(0.016)

	知识兼容性
	0.193**
(0.003)
	0.216**
(0.001)
	0.369***
(0.000)
	0.346***
(0.000)

	经济关系
	0.083
(0.103)
	0.085
(0.095)
	
	

	社会关系
	
	
	0.467***
(0.000)
	0.464***
(0.000)


	知识兼容×经济关系
	
	0.075*
(0.040)
	
	

	知识兼容×社会关系
	

	
	
	0.105
(0.170)

	R2
	0.202
	0.217
	0.360
	0.365

	Δ R2
	0.160
	0.172
	0.326
	0.328

	F
	4.779***
(0.000)
	4.805***
(0.000)
	10.577***
(0.000)
	9.948***
(0.000)


注：*为p<0.05, **为p<0.01, ***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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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知识兼容性和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对元素知识转移的交互作用
Figure 1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component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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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企业知识兼容性和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对架构知识转移的交互作用
Figure 2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transfer
假设3a通过了实证检验，而假设3b未通过，说明经济型关系质量强化了知识兼容性与元素知识转移之间的正向关系，但社会型关系质量对知识兼容性与架构知识转移之间关系不存在强化作用。这一结果表面上是反直觉的，与前文的假设推导内容不符，但在本质上是符合逻辑的，它说明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社会型关系的建立是考虑时机的。在假设推导时，我们主观的认为社会型关系是从经济型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并且经济型关系能调节的环节，社会型关系也能达到强化效果。然而，在实际合作过程中，经济型和社会型关系的建立目标和培养阶段都是不同的。企业往往在接收到有价值且高度粘性的知识之后，才有针对性地开始培养和发挥社会型关系对知识创造环节的辅助作用。因此，社会型关系质量的调节作用很有可能发挥在知识转移之后，即对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这一观点符合Dosi（1982）[71]，以及杨志勇和王永贵（2016）[72]等学者的发现，他们认为知识的创造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需要通过合作者的关系模式来激发分散化的知识产生合理流动，最终实现真正的知识创造。这一观点也从Huber和Lewis（2010）[50]的研究中获得支持，他们认为互动型的关系能产生更多的交叉理解，让伙伴知道创造环节中自己已有的知识和欠缺的知识，尤其分辨是新知识还是新联结的具体缺口，从而通过准确的整合，完成更新和重组的过程。

最后，本研究使用SPSS22.0软件和Preacher等（2008）[6938]等提供的Process插件，将样本数量设置为1000，置信区间设置为95%，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当调节变量（经济型关系）发生变化时（分别取均值减1个标准差、均值、均值加1个标准差），如表7所示，观察元素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是否变化。通过表7发现，当经济型关系质量较低时，95%置信区间为0.0178到0.1973，置信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当经济型关系质量和较高时，95%置信区间为0.0819到0.3037，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中介效应仍然显著。。并且，元素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在加入了经济型关系质量的调节之后，其回归系数由0.0982提高到0.1766，这表明经济型关系质量有增强元素知识转移的在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绩效间的中介效应的趋势。
表7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7  Analysis on Moderated Meditation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7]中介变量
	经济型关系数值
	中介效应
	Boot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元素知识转移
	3.3917（-1 SD）
	0.0982
	0.0471
	0.0178
	0.1973

	
	4.5500（Mean）
	0.1374
	0.0413
	0.0620
	0.2249

	
	5.7083（+1 SD）
	0.1766
	0.0549
	0.0819
	0.3037


注：分析结果基于1000次Bootstrap样本
4 主要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知识基础理论，结合结构性知识转移的相关研究构建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知识转移（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分析框架；引入嵌入性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类型的关系质量对上述分析框架的调节作用，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和理论贡献如下：（1）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2）企业间知识兼容性通过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3）经济型关系质量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元素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但是，社会型关系质量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架构知识转移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经济型关系质量强化了元素知识转移在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4.1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借助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概念，阐明了适当的企业间知识关联性，将知识关联的作用对象延伸到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上，澄清了关联与创造的关系分歧。对于企业知识基础与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从其自身知识基础出发。然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顾客的新要求迫使企业打破樊篱、进一步扩宽合作范围。王媛和曾德明（2020）[73]在知识和技术融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研究中也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实施过程中，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不断提升的技术复杂性使得企业愈发重视通过知识和技术融合实现创新。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对产品和技术的兼容性本质特征地探究，以及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其他知识关联性地辨析，界定明确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是一定差异性基础上的知识重叠和差异性知识拥有者之间的认知契合，推进了对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准确认识。进而，基于知识基础理论，提出和验证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知识创造绩效的提升，延伸和体现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对企业的最终价值。同时，。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的测量量表，为后续学者从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出发研究企业创新的促进机制提供了新的借鉴。其次，丰富了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的机理性研究。结合知识结构的相关研究，将知识转移划分为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提出和验证新的借鉴。
其次，更新了知识转移的类型研究，丰富了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的机理性研究。本研究提出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知识转移-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分析框架，阐明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只是企业知识创造的必要条件，而具体的知识转移行为才是企业知识创造赖以实现的重要渠道。合作创新中，知识转移打破企业各自知识基础的边缘，产生了真的知识交换、转化和创造。同时，本研究还将知识结构的相关成果融入知识转移的相关研究中，将知识转移划分为元素知识转移和架构知识转移，分析了新知识池中的元素知识可以通过替换或嫁接产生知识更新，而架构知识通过科学有序地重新排列组合实现知识重组。而且，相对于元素知识转移，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更倾向于通过架构知识转移实现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徐露允和曾德明（2018）[74]在知识网络密度与双元创新绩效研究中指出企业通过提升知识网络密度来探寻知识元素间连接的架构知识，为未来更多的知识创造提供机会。可见，结合知识结构打开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路径，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本质过程。而且，有利于细致地探明上述促进作用的具体渠道，并对比各个渠道的功能和传输效果。
二者在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而且，相对于元素知识转移，企业间知识兼容性更倾向于通过架构知识转移实现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本质过程。最后，将关系质量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细化了关系质量的相关研究，。并且引入不同类型关系质量的调节作用，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和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促进作用整合于一个分析框架中，促进了知识基础和嵌入性理论的交叉发展融合。本研究认为有了获取新知识的前提和渠道，并不意味着企业能够顺利地接收和转化这些新知识。根据Rynes等（2001）[75]的观点，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双方形成良好的互动经验和惯例，进而提升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冯泰文等（2013）[2]指出伙伴不同的特性和需求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一方面，提出关系质量的三个维度：专用资产投入、关系状态和信任。依据现有研究中关于关系质量在性质上的异化趋势，提出将关系质量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并明确两种关系质量的维度，帮助后续学者辨析不同类型关系质量的内涵和维度。另一方面，结合嵌入性理论，引入不同类型双边关系质量的调节作用来构建整合模型，将反映企业间适当知识关联的知识兼容性和反映企业间关系紧密度的双边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促进作用归纳于一个分析框架中，不仅为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前因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支持，更加促进了知识基础和关系嵌入理论交叉融合。
4.2实践启示
本研究在结合社会发展新趋势下的合作创新背景下，详细探究了企业间知识兼容性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得出的实证结论， 对当下开展合作创新实践的中国企业具有以下指导意义：
首先第一，当前我国企业必须承担的时代重任是“通过广泛的合作实现从制造能力向创造能力的提升”。本研究提出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反映了企业间差异知识的可理解和可融入性，界定清晰的知识兼容性，可以帮助企业认识到何为与伙伴知识的适当关联性。帮助企业意识到自身与伙伴知识的兼容性是合作创新背景下企业提升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的重要前提，并且指导企业通过挖掘双方差异知识的重叠和认知契合部分，获取更多提升知识创造绩效的机会。当前我国企业必须承担的时代重任是通过广泛的合作实现从制造能力向创造能力的转变。由此，合作创新背景下的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促进机制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现有研究中，强调企业间知识同质性的积极作用，却无法规避企业获取相似知识而陷入“技术锁定”；强调企业间知识异质性的积极作用，却无法降低知识转移障碍和成本。到底何种企业间知识关联性是既有利于获得新颖的知识又保证知识转移的效果？本研究提出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反映了企业间差异知识的可理解和可融入性，是企业间知识库在一定差异性基础上的知识重叠，以及差异性知识拥有者之间相似的认知框架。界定清晰的知识库兼容性概念，可以帮助企业认识到何为与伙伴知识库的适当关联性。
其次第二，提醒企业管理者在合作中关注元素和架构两种知识转移，并以此来顺利推进企业的知识创造活动，。尤其指导企业通过转移反映知识之间合理序列的架构知识来提升自身知识创造绩效。本研究发现了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对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传递作用，表明企业必须同时重视对伙伴元素和架构知识的识别、接收、转化和整合。而且，由于转化和整合行为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即使是具有丰富存量知识基础的企业也无法顺利实现期望的知识创造绩效。因此，如果企业能够对知识结构具有充分的认识，便能够在合作实践中切实有效地获取自身欠缺的元素和架构知识，发挥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对最终知识更新和重组的重要作用，快速提升企业的知识创造绩效。尤其指导企业通过转移反映知识之间合理序列的架构知识来提升自身知识创造绩效。
最后第三，深化企业对双边关系质量类型的认识，帮助企业理解不同类型的双边关系质量发挥的调节作用，从而有效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本研究认为普通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公平性和威慑型信任组成了经济型关系质量；而互动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强度和情感型信任组成了社会型关系质量。由于不同类型的关系质量对不同结构的知识转移发挥不同的强化作用，故企业应该首先结合自身在合作项目中投入的专用资产类型、与对方的信任程度以及关系状态，明辨双边关系质量的类型，进而在准确的知识接收和转化环节建立和维持相应类型的关系质量。企业间知识兼容性通过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成为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推动力，而经济型关系质量则通过促进元素知识转移成为企业合作中培养起来的拉动力。兼顾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和关系质量二者一推一拉的组合动力，必然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效果。
4.3 研究展望
本研究结合知识基础和嵌入性理论，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模型，回答了企业在合作创新中如何实现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和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促进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变量上，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将合作治理、合作平台等双边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多重双边因素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模型上，本研究侧重于对比不同关系质量对元素和架构知识转移两条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而实际合作创新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关系质量对知识转移前后不同阶段的调节作用也会存在显著区别，有待后续跟进研究；数据上，本次研究在调研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相对于我国多地以及多个行业，样本量较为有限，难以排除由于样本集中于某一地域或者领域而产生的偏差，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在更多的样本分类和更大范围内进行重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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